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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视角 

何育静 张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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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 

【摘 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对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有重要意义。基于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构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2010—2019 年

我国 30 个省区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并构建面板 Tobit 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耦合协调度的

影响因素，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

水平、人力资本和交通便捷程度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在东、中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第三，农业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

溢出效应，交通便捷程度对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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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全面清零，绝对贫困问题彻底消除，但我国农村依然存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问题。相对贫

困不仅囊括收入贫困，还包括由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多维贫困。

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是农村地区存在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有利于实现乡村“造血式”扶贫，为缓解多维相对贫困构建了有效的减贫机制。乡村振兴发展则从产业、生态、生活等各方面推

动农村发展，为改善多维相对贫困提供动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密切相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指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农村地区的扶贫成效。促进两个

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耦合协调发展，对改善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和实现城乡融合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基本公

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不该仅局限于政府，而是要鼓励社会资本融入公共服务的建设当中[1]，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由一元到多

元的转变[2]，在互联网时代，要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网络结合，以构建网络供需平台[3]。二是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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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对我国区域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4,5]，指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的问题，应完善转移

支付制度[6]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7]以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三是将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城镇化和贫困问题结合起来研

究。周小刚、叶数红测算我国各地区 11 年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
[8]
，董艳玲探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缩小

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距的影响[9]。曾繁荣等研究了人口、经济和社会三维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10]，尹鹏探究

了我国 31个省区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的时空耦合关系[11]。杨迎亚、汪为实证分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减缓

相对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12]，郝晓薇等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多维贫困存在减缓作用[13]。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开始丰富，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关于乡村振兴的

评价与测度研究。部分学者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 TOPSIS

法等确定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
[14,15,16]

。二是关于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农村自身发展和城乡融合两个角度提出

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认为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依靠农村激发其内生动力以探索自身发展路径[17]，同时还需要以城促乡来推

动城乡共同发展[18,19]。三是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城镇化和贫困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李志龙和马小琴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区

域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进行分析[20,21]。有的学者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探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22,23]，认为应在战

略定位、策略手段和政策机制三个层面实现协同[24]，以统筹推进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部分学者探究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之间有

效衔接的逻辑
[25]

，指出应制定二者衔接的政策与细则，让乡村振兴为脱贫攻坚释放动力
[26]
。 

已有文献中，虽然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者都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两者的关系研究较少。理论研究层面，杨远

根指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关键，而解决吃饭问题又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要实

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27]。实证层面，卢阳春、石砥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四省藏区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和乡村振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28]。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较少，且对两者之间的实证分析更为

匮乏。鉴于此，本文以 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及港、澳、台，下同）为研究对象，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十年间各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构建面板 Tobit 模型和

面板门槛模型以考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制分析 

一方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等方面

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支持。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知识水平，使得农业生产人员具备学习新技术的能

力，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水、电的充足供应为农业的发

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创造了利于产业发展、良好稳定的环境，从而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文化娱乐服务的有效供给，有利于提升农

民的文化素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打造文明乡风。文化素养的提升，会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农村完善的供水系

统和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在便利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利于打造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不论是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还是社会

保障的改善，都能提高农民的身心幸福感，推动着农村社会的建设。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发展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战略保障。乡村振兴的发展，不仅强调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注重

农村生态的改善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有利于吸引资金、物品和人才等资源流入农村，从而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并提升其质量。改善农村生态，不仅可以

为农村居民营造宜居环境，还能增加农村对城镇居民的吸引力，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

素养，会增加农村地区的文化需求，从而刺激农村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 

不论是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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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因此，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促进，推动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多维

相对贫困。综上所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制见图 1。 

三、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 Tobit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并选取指标数据，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

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图 1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制 

（一）模型构建 

1.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模型 

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理论的客观赋值方法。即数据越离散，所含信息量越多，对综合评价影响越大。使用熵值法分别对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大指标体系的各个具体指标进行赋权，以便客观准确地测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乡村振兴

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对各个具体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设有 m个年份，k个地区，j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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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max、xmin分别代表了第 j 项指标在第 i个地区 m个年份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αij、Zαij分别代表第 α年第 i个省份

第 j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值。 

步骤二：指标归一化： 

 

步骤三：负向平移： 

 

步骤四：计算熵值： 

 

 

步骤五：计算各项指标的冗余度： 

 

步骤六：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步骤七：得到各地区的综合评价指数： 

 

《“十三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将基本公共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

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八大部分。本文在参考清单文件的同时，借鉴已

有研究[29,30]，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和基础设施 5个一级指标及 12个二级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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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权重 

及性质 

X1 基础教育 

X11 农村小学生师比 农村小学在校生数/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数 0.0609- 

X12 农村普通高中生师比 

农村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农村普通高中专任 

教师数 

0.0373- 

X2 医疗卫生 

X21 设卫生室村占比（%） 设卫生室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100% 0.0378+ 

X22 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农村人口数×1000 0.1124+ 

X23 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农村人口数

×1000 
0.1134+ 

X3 社会保障 

X31 农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0.2394+ 

X32 农村低保人数占比（%）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人口数

×100% 
0.0458- 

X4 文化娱乐 

X41 每万人拥有农村乡镇文化站数量 

（个/万人） 

乡镇文化站数量/农村人口数×10000 0.1551+ 

X42 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农村接收到广播节目人数/农村人口数

×100% 
0.0293+ 

X43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农村接收到电视节目人数/农村人口数

×100% 
0.0344+ 

X5 基础设施 

X51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 

比例（%）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数量/行政村总数×100% 0.0583+ 

X52 村庄用水普及率（%） 
农村供水覆盖范围内的人口数/农村人口数

×100% 
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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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现有研究成果[31,32]，本文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共设置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5个一级指标及15个二级指标（见表 2）。 

表 2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权重 

及性质 

Y1 产业兴旺 

Y11 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元/

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村人口数 0.0624+ 

Y12 作物多元化（%） 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 0.0438+ 

Y13 节水灌溉面积比重（%） 节水灌溉面积/灌溉面积×100% 0.0709+ 

Y14 人均粮食产量（斤/人） 粮食产量/农村人口数 0.1255+ 

Y2 生态宜居 

Y21 绿化覆盖率（%） 农村绿化覆盖面积/农村总面积×100% 0.1299+ 

Y22 化肥使用强度（千克/公顷） 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0.0262- 

Y23 农药使用强度（千克/公顷） 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0.0119- 

Y24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农村道路面积/农村人口数 0.0442+ 

Y3 乡风文明 

Y31 文盲率（%） 
乡村 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乡村 15岁及以上人

口×100% 
0.0094- 

Y32 农村每万人乡镇文化站藏书量 

（册/万人） 

乡镇文化站藏书量/农村人口数×10000 0.1867+ 

Y33 农村每万人乡镇文化站计算机数

量（台/万人） 
乡镇文化站计算机数量/农村人口数×10000 0.0754+ 

Y4 治理有效 

Y41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0.0314- 

Y42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0235- 

Y5 生活富裕 Y5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数 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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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5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农村消费总支出/农村人口数 0.0751+ 

 

本文选取 2010—2019 年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相关数据，所涉及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及各

省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处理。 

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该模型涉及耦合度 C、协调指数 T和耦合协调度 D三个指标值的计

算。本文将测算得出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分别定义为 U1、U2，则： 

(1）耦合度 

 

式中，C为耦合度，且取值范围在 0～1之间，C越大表示二者间的发展越有序。 

(2）耦合协调度 

由于耦合度仅能反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难以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因

此需要进一步计算耦合协调度： 

 

式中，C为耦合度；T为两个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D为耦合协调度；α和β为待定

系数，用来反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在综合系统中的作用程度，α+β=1，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33]，本文将α和β均

取值为 0.5。 

(3）耦合协调度阶段划分 

表 3耦合协调度阶段划分 

序号 耦合协调度$值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U1＞U2 U1＜U2 

1 0.0≤D＜0.1 极度失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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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D＜0.2 严重失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3 0.2≤D＜0.3 中度失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4 0.3≤D＜0.4 轻度失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5 0.4≤D＜0.5 边缘失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6 0.5≤D＜0.6 初级协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7 0.6≤D＜0.7 轻度协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8 0.7≤D＜0.8 中度协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9 0.8≤D＜0.9 良好协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10 0.9≤D≤1.0 高度协调 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3.面板 Tobit、面板门槛模型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 0～1之间，被解释变量为受限因变量，因此本文采用面板 Tobit 模

型研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该模型设定为： 

 

式中，y*
it为潜变量，yit为观测到的因变量，xit为自变量，γ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变量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非线性影响，设定双重门槛模型： 

 

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ui为用于控制不同地区无法观测的个体特征，I（·）为

示性函数，qit为门槛变量，γ表示待估计的门槛值，z表示一组控制变量，Ø表示相应的参数向量，eit表示随机扰动项。 



 

 9 

4.空间计量模型 

(1）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设定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基于此，采用 Moran'sI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n 表示地区数量；xi和 xj分别表示地区 i 和 j 对应的经济属性值；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中地区 i 和 j 对应的空间权

值。Moran'sI 的取值范围为[-1,1]。当 Moran'sI 大于 0时，表示相邻地区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当 Moran'sI 小于 0 时，表

示相邻地区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当 Moran'sI 接近于 0时，则表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相邻地区之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2）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SDM）是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结合，其设定如下： 

 

式中，ρ 为本地区变量对邻近地区的影响系数，ρ>0 表示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ρ<0 则表示存在负向空间效应；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φi为地区效应，ν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 

参考现有文献和基于现实状况，本文从分别从经济、社会、财政和各地区农村自身发展状况四个角度切入，考察不同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因素）、城镇化水平（社会因素）、财政支农水平（财政因素）、农业生产效率（农村状况）、人力资本（农村

状况）和交通便捷程度（农村状况）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34]，并深入分析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

应。 

(1）城镇化水平（city)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利于城市发展对农村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以城带乡和城乡共同发展，从而对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2）经济发展水平（lngdp)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和物质保障，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水

平的提升，进而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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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支农水平（exp) 

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或者是乡村振兴发展，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因此财政支农水平是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4）农业生产效率（lnagr) 

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发展息息相关，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吸引资金、劳动和配套设施等要素流入农村，从而影响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因此农业生产效率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可能影响因素。 

(5）人力资本（edu) 

不论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是乡村振兴的发展，都需要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人力资本也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

振兴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6）交通便捷程度（lntra) 

交通便捷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城镇地区的资本、劳动等各要素涌入农村，还便于农产品出售，加强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

的联系，从而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 

各变量说明见表 4。 

表 4各个变量的具体说明 

 名称 符号 测量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 y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核心解释变量 城镇化水平 city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人均 GDP取对数 

财政支农水平 exp 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农业生产效率 lnagr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取对数 

人力资本 edu 农村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比 

交通便捷程度 lntra 人均公路里程取对数 

 

2.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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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 2010—2019 年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的相关数据，所涉及变量指标的原始数据源于历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

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处理。 

四、实证分析 

结合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和模型，分别测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计算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深入分析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结果分析 

运用熵值法分别对表 1和表 2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U1）及乡村振兴（U2）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算，并通过图 2呈现 2010—

2019 年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的水平。总体上，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数在

2010—2019 年间均呈明显增长趋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评价指数从 0.3074 增至 0.5446，增幅为 77.16%；乡村振兴的综

合评价指数由 0.2111 增长到 0.3952，增幅为 87.21%，大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数增幅。2010—2019 年，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的综合评价指数均高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数，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相对滞后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 

 

图 2 2010—2019 年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析 

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 2010—2019 年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协调度（T），并最

终计算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表 5）。从时序演变来看（图 3),2010—2019 年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

协调度由 0.4984 提升至 0.6779，增幅为 36.02%。研究期内，东部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水平，从 0.5419 增长到

0.7040，增幅为 29.91%,2013 年东部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达到轻度协调水平，2019 年进入中度协调

发展阶段。2010—2019年间，中、西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低于全国平均值。2010—2016 年中部地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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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耦合协调度高于西部地区，其中 2013 年、2014年和 2016年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趋同，2017年中、西部耦合协调度相

等，均为0.6150。2018—2019 年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则高于中部地区，这表明西部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

调发展水平反超中部地区。 

基于 ArcGIS 空间可视化分析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类型划分标准，本文分别展示 2010 年、2015 年和 2019 年全国 30个地区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变化（见图 4）。 

整体上来看，全国 30个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且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是高于中、西部地区。2010年，我国

各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均值为 0.4984，呈现出 4 个主要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仅贵州处于

轻度失调阶段，其耦合协调度为 0.3701，分布在西部地区。有 17个省市处于边缘失调阶段，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天津、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和新疆共 10 个省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主要分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北京和上海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6560 和 0.6838，已经进入轻度协调阶段。2015 年，全国耦合协调度均值为 0.6016，与 2010

年相比增幅为 20.71%，总体呈现三个耦合协调发展阶段。30个省、市和自治区均已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7个省市已经步

入初级协调阶段，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11 个省市处于轻度协调发展阶段，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仅有

新疆进入轻度协调发展阶段。北京和上海进入到中度协调发展阶段。2019 年，全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均

值水平为 0.6779，与 2015 年相比增幅不大。上海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为 0.8196，达到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北京、天

津、江苏、浙江和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及西部地区的新疆进入中度协调发展阶段。其余 23个省市均处于轻度协调发展阶段。 

表 5 2010—2019 年各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地区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北京 0.6560 0.6808 0.6834 0.6888 0.6984 0.7404 0.7518 0.7583 0.7708 0.7985 

天津 0.5607 0.5961 0.6213 0.6399 0.6643 0.6770 0.7280 0.7238 0.7529 0.7595 

河北 0.4929 0.5131 0.5302 0.5461 0.5586 0.5687 0.5862 0.6086 0.6199 0.6412 

山西 0.5260 0.5463 0.5630 0.5817 0.5998 0.6059 0.6160 0.6236 0.6420 0.6595 

内蒙古 0.5075 0.5475 0.5740 0.5988 0.6199 0.6368 0.6581 0.6845 0.6932 0.7094 

辽宁 0.4852 0.5131 0.5387 0.5742 0.5853 0.6055 0.6136 0.6260 0.6483 0.6590 

吉林 0.4881 0.5195 0.5468 0.5564 0.5762 0.5879 0.5966 0.6162 0.6242 0.6510 

黑龙江 0.5364 0.5641 0.5796 0.5943 0.6068 0.6205 0.6286 0.6555 0.6693 0.6864 

上海 0.6838 0.7079 0.7353 0.7507 0.7581 0.7604 0.7574 0.7735 0.7955 0.8196 

江苏 0.5748 0.6049 0.6207 0.6358 0.6521 0.6653 0.6835 0.7009 0.7214 0.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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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0.5614 0.5827 0.6117 0.6233 0.6387 0.6498 0.6742 0.6924 0.7197 0.7436 

安徽 0.4439 0.4732 0.5009 0.5227 0.5360 0.5510 0.5719 0.5905 0.6123 0.6375 

福建 0.5428 0.5707 0.5939 0.6168 0.6336 0.6431 0.6591 0.6611 0.6822 0.6965 

江西 0.4478 0.4733 0.4925 0.5119 0.5289 0.5446 0.5547 0.5774 0.6024 0.6305 

山东 0.5303 0.5536 0.5711 0.5869 0.6030 0.6158 0.6284 0.6382 0.6564 0.6625 

河南 0.4619 0.4816 0.4960 0.5149 0.5284 0.5432 0.5574 0.5650 0.5916 0.6145 

湖北 0.4574 0.4836 0.5066 0.5265 0.5473 0.5709 0.5892 0.6099 0.6315 0.6481 

湖南 0.4468 0.4695 0.4772 0.5116 0.5345 0.5592 0.5780 0.6125 0.6273 0.6496 

广东 0.4621 0.5048 0.5170 0.5468 0.5656 0.5716 0.5919 0.6056 0.6299 0.6521 

广西 0.4409 0.4610 0.4847 0.4998 0.5137 0.5283 0.5399 0.5648 0.5893 0.6073 

海南 0.5119 0.5596 0.5808 0.5926 0.6108 0.6128 0.6113 0.6343 0.6530 0.6624 

重庆 0.4637 0.5029 0.5414 0.5639 0.5742 0.5847 0.6112 0.6338 0.6631 0.6727 

四川 0.4638 0.4930 0.5186 0.5463 0.5655 0.5838 0.6033 0.6356 0.6540 0.6697 

贵州 0.3701 0.4082 0.4478 0.4849 0.5100 0.5321 0.5510 0.5757 0.6069 0.6304 

云南 0.4177 0.4440 0.4681 0.4903 0.5073 0.5243 0.5437 0.5687 0.6738 0.6954 

陕西 0.4756 0.4961 0.5137 0.5395 0.5578 0.5689 0.5870 0.6112 0.6317 0.6518 

甘肃 0.4400 0.4759 0.5012 0.5186 0.5367 0.5537 0.5679 0.5806 0.6030 0.6351 

青海 0.4648 0.4931 0.5332 0.5589 0.5812 0.5951 0.5942 0.6180 0.6429 0.6641 

宁夏 0.4621 0.5020 0.5239 0.5387 0.5656 0.5854 0.6072 0.6358 0.6607 0.6738 

新疆 0.5761 0.6052 0.6078 0.6371 0.6512 0.6610 0.6674 0.6756 0.6882 0.7092 

 

（三）面板 Tobit回归和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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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回归 

本文首先采用 VIF 检验以考察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 6所示。各个解释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表明

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图 3 2010—2019 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15 

图 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演化运用 Stata16 进行面板门槛效应检验并估计门槛值，对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 LR检验。 

将城镇化水平（city）作为门槛变量，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500 次，依次对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效应进行检

验，结果见表 7。由检验结果可知，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5，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

效应的 P值不显著，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 

表 6VIF 检验 

变量 VIF 1/VIF 

city 8.21 0.121802 

lngdp 6.79 0.147293 

exp 3.37 0.296411 

lnagr 1.72 0.580534 

edu 2.33 0.428850 

lntra 3.00 0.333827 

Mean VIF 4.24  

 

表 7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数 F统计值 P值 Bootstrap 次数 

临界值 

10% 5% 1% 

单一门槛 54.16 0.0240 500 39.1555 44.7753 61.8687 

双重门槛 42.19 0.0680 500 32.4937 47.5636 66.1610 

三重门槛 9.84 0.8180 500 62.8868 77.8617 96.1196 

 

基于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对门槛值进行估计（见表 8），得出城镇化水平变量第一个门槛值为 0.6735，第二个门槛值为

0.8264,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6703,0.6737]和[0.8214,0.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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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估计值 置信区间 

第一门槛值γ1 0.6735 [0.6703，0.6737] 

第二门槛值γ2 0.8264 [0.8214,0.8293] 

 

面板 Tobit 回归的 LR检验 P 值为 0，因此拒绝“使用面板 Tobit 模型”的原假设，选用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

分析。 

由面板 Tobit 回归结果可知，从全国整体的回归结果来看，一是城镇化水平（city）。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453，并

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水平越高，则以城带乡发展能力越强，对于

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从而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二是经济发展水平

（lngdp）。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11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

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会更为重视推动农村的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源分

配到农村，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产生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三是财政支农水平

（exp）。财政支农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其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农水平越高，表明财

政支出中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越多，利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从而推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四

是农业生产效率（lnagr）。农业生产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0168，但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由此，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农村生

产效率并未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五是人力资本（edu）。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673，

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力资本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一般来说，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利

于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对推动农村整体发展有促进作用，从而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六是交通便捷程度（lntra）。交通便捷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交通便捷程度会对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交通便捷程度越高，越利于城镇中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涌入农

村，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改善其质量；另一方面，交通越便捷，也越利于农村的各种农产品输出到城镇中，加强了城乡

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农村的发展。由此看来，交通便捷程度越高越利于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 

由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可知，将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当城镇化水平小于 0.6735 时，城镇化水平的作用系数为 0.539 且

在 1%的水平下显著；当城镇化水平在 0.6735 和 0.8264 之间时，其作用系数为 0.588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当城镇化水平高于

0.8264时，其作用系数为 0.683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示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越过第一、第二个门槛值后推动作用依次加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人力资本和交通

便捷程度的回归结果与面板 Tobit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均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2.三大区域回归 

为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进行面板 Tobit回归分析。 

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回归结果来看，一是城镇化水平（city）方面。东、中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回归结果显著

为正，与全国整体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三大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都会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呈中部、西部

和东部地区递减趋势，表明城镇化水平对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西部地区次之，而东部地区较弱。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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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中部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了更多的边际效应，更有力地推动了两系

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本就高于其他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的

边际效应小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经济发展水平（lngdp）。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都为正值，且通过 1%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东、中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与此同时，可以发现回归系数的大小呈西部、东部和中部依次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

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对中部地区相对较弱。因此，中部地区应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的成果

惠及农村地区，加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正向作用。三是财政支农水平（exp）。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农水平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财政支农水平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

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农水平对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水平较低，即财政支出中

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重较低，因此财政支农水平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作用不显著。四是农业生产效率（lnagr）。农业生产效

率对中部地区的作用都显著为正，表明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会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

正向作用。东、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东、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反而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给农村的土壤、空气等生态环

境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反而不利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而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较低，抑

制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五是人力资本（edu）。东、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分别通过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与全国整体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东、中部的人力资本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

作用不显著，因此西部区域应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以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由此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六是交通便捷程度（lntra）。东、中和西部地区的交通便捷程度回归结果

都显著为正，与全国整体回归结果一致，说明三大区域的交通便捷程度越高，则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越高。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变量法来对主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现有研究中部分学者用人均财政支农支出衡量财政支农水平，

因此使用该计算方法来替换原有的财政支农水平指标，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分别对全国整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结果进行检验。 

从全国来看，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人力资本和交通便捷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在 1%的水平下

显著，相较于主回归结果，只是回归系数大小发生变动。农业生产效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也与主回归保持一致。从三大区域来

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稳健性检验，仅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变动，回归系数的方向几乎未变，所得结论几乎与主回归结

果保持一致。由此看来，主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在进行空间面板分析之前，首先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I 指数计算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度的 Moran’sI指数值均大于 0，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在 LM检验中，SEM 模型的 LM和 RobustLM 检验 P值分别为 0.003 和 0.001，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应拒绝“无

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SAR 模型的 LM检验 P值（0.101）不显著，但RobustLM检验的 P值（0.015）显著。这些结果都说明应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但仍需进一步通过 LR检验和 Wald检验以选择恰当的空间面板模型。 

在 LR检验和Wald检验中，SAR 模型 LR检验和Wald 检验的 P值分别为 0.0004 和 0.0003，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

“SDM 模型能退化为 SAR 模型”的原假设；SEM 模型的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 P 值分别为 0.0006 和 0.0004，同样拒绝“SDM 模型

能退化为 SEM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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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ausman 检验中，统计量 chi2(6)的值为 79.19，其 P 值为 0 小于 0.1，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在输出 SDM 模型的个体

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及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结果后，发现时间固定效应的 R2(0.8496）大于个体固定效应（0.7727）和

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0.7418），且 log-likelihood 为 670.5185，说明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度和可信度较高，因此选择时

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城镇化水平（city）直接效应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对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其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提高会产生虹吸效应，吸引邻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集聚到本地，城市发展成果惠及农村，加强城乡互动，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与此同时，邻地的资源集聚到本地也抑制了相邻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水平

（lngdp）直接效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加深农村发展的重视程度，使得更多

的优质人、财、物资源重新分配到农村，对本地农村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促进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但本地经济的发展未产生

空间外溢，说明发展成果难以惠及周围地区。财政支农水平（exp）直接效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财政支农水平提高，则会给农村地区配置优质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直

接提供财政保障，推动本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但其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农业生产效率

（lnagr）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会显著

抑制本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而会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农业

生产效率提升与机械化程度提高密切相关，农业机械化会增加本地区废气废水的排放，破坏生态环境，与乡村“生态宜居”理念

相悖，同时为当地增加了治污负担，阻碍了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本地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识对邻地产生溢出效应，邻近农村在学

习的同时会汲取经验，兼顾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从而促进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人力资本（edu）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力资本的提升既对本地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直接推动

作用，也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优质人才流入农村，为农村带来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本地区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促进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人力资本会对周围地区产生外溢，在邻近区域之间

流动，因此能显著提升邻地耦合协调度。交通便捷程度（lntra）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估计系数在5%水平

下显著为负。良好的交通便捷程度会加强城乡互动，为农村地区输送人、财、物等资源，但也可能会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造

成农村人力资源的流失，因此对本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便捷的交通会强化本地

区的优势，吸引周围地区的人力和资本流入本地，产生极化效应，抑制邻地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视角，本文测算了我国 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考察

了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基于我国省域层面的面板 Tobit 和面板门槛回归，发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人力资本和交通

便捷程度都会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存

在双重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第二，从东、中和西部三大区域分析来看，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城镇化水平、经济发

展水平和交通便捷程度对三大区域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推动作用；财政支农水平明显促进中、西部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

提升，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抑制东部和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明显推动中部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但对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第三，由空间计量分

析可知，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对本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对周围地区耦合协调

度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人力资本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效率对本地耦合协调度有

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交通便捷程度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对邻地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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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强城乡互动，以城促乡推动农村地区发展。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存在多维相对贫困，其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滞后于城市。因此，在加速城镇化进程时，要使城市发展成果惠及农村，如：为农村地区添置更加先进的教学

设施、组织城乡医生交流专业技能和经验、将城市先进设备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些有利于缓解农村教育、医疗、生产等相对贫

困，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其次，加强人才的培养，为乡村发展输送更多优质人才。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帮助孩子从小培养学习意识，鼓励农村学生

进入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积极鼓励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投身于乡村发展，为农村带来先进的生产经验

和管理理念，利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统筹协调发展，提升两系统耦合协调度。 

再次，提升交通便捷程度，加强人财物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修建城乡间公路，强化城乡之间互动。一方面，有利于城市

中的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流入农村，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为乡村振兴发展输送人、财、物资源；另一方面，

有利于农业产品流通到城市，增加农民收益，促使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有效刺激其供给，同时农民将部分收益继续投入到

农业生产中，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最后，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为乡村发展提供财政保障。增加农村地区财政支出，有利于直接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的供给数量及改善其供给质量，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同时为农业发展直接提供支持，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对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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